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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变迁
及其启示

马红鸽，贺晓迎
（西安财经大学，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摘　要：随着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中国人口政策将走向何处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人口生

育政策是人口政策的核心要素。在此背景下，梳理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发展演变的历史脉

络，能够为“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提供更为清晰的决策参照。通过具体

分析中国共产党各时期人口生育政策的政策遵循及其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提出建党百年来我党人口生

育政策对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政策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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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人口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带来的人
口结构变化正在动摇着世界各国尤其是老龄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基于此，各国纷纷出台并调
整人口政策以实现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人口生育政策是一个国家为了调整本国人口存量，以及人口总量
增长过快或过慢而采取的对人们生育行为、生育理念以及生育环境进行干预的政策措施，其本质是为了通过
对人口内在结构的调整使国家的人口总量、人口出生率等指标保持在合理的区间，以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从而确保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健康运转。人口生育政策是人口政策的核心要素。我国是农业大国，也是人
口大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时间里，积极、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为我党、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并形成了持续多年的人口红利，创造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世界“奇
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将家庭的生育自主权只限定在一个子女，导致我国人口生育率断崖式下跌并从
此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人口结构快速老化。２０１３年“单独二孩”政策开启了将更多的
生育决策交由家庭的历程。自此，我国人口生育政策逐步趋向宽松。２０１５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２０２１年
“三孩政策”实施，表明我党人口生育政策依据我国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变化不断调整的政策遵循。

时值建党百年之际，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有关人口生育政策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窥探不同时
期不同政策取向的基本政策遵循，以期能对“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政策的优化及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
决策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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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的历史变迁
（一）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积极人口生育政策———通过扩大生产鼓励人口增长

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期间，党的革命根据地为应对不断涌入的难民，通过系列举措及颁布新政策，短
期内实现人口数量的增长，促进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皖江革命根据地经济发展和人口增殖，以此应对战争
和生产的需要。具体表现为：（１）实施新土地政策，大搞生产，助推根据地人口增殖。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７年８
月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将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革命根据地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
政策，吸引了大批出逃地主及贫农，缓解了革命根据地劳动力贫乏的困境。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９年２月在延安
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这为之后中国共产党壮大队伍建设，
巩固民主政权，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１］。（２）垦荒移民，吸纳难民，促进人口合理分配与人力资源有
效开发。中共中央于１９４０年３月１日颁布《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的决定》，向难民分配房屋、土地，并在

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０日发布的《优待移民办法的布告》中对分配事宜做出了明确规定［２］。１９４２年２月６日，党中
央颁布《优待移民实施办法》，划定移民开垦区域，扩大生产［３］；同年３月１９日，党中央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优
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规定无主的荒地在开垦后归垦荒者所有；６月２４日，又发布了《巩固移民并准备大量
移民条件》的命令。这些积极的人口政策解决了万千难民的生产生活困境，极大地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经济与
人口的发展。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针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中国革命的质疑态度，发表了著名的《唯心历史
观的破产》，其基本观点就是人口多是好事，人口多引起的问题完全可以解决。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对内
百废待兴、经济萧条、人民群众饥贫交加；对外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封锁和重重包围。客观存在的经
济现状和政治形势迫使我党先要解决巩固政权和人民群众温饱问题，而充足的人口是战后恢复经济秩序的
重要条件，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鼓励”性的人口生育政策成为主导［４］。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为我国战后恢复经济秩序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从图１可以
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围绕３７‰上下波动，人口处于快速稳定增长状态。

图１　１９４９—１９７０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波动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紧缩性人口生育政策———通过节制生育缩减人口规模

１９５３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总数为６亿多人①，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所认知的四
万万人口严重不符。“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引
发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中央决策者的关注，人口生育政策由最初的“鼓励”逐渐转变为“节制”生育。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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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全国在１９５３年６月３０日２４时总人口为６０１９３８０３５人。



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
的［５］。”１９５３年首先由刘少奇主持召开“节育工作座谈会”；次年２月，计生主管部门针对前期盲目鼓励生育
工作的安排做出检讨；１９５６年９月周恩来在“二五”计划中再次提出要倡导“节制生育”［６］，要求计生部门、卫
生部门协调工作积极宣传“节制生育观念”；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计划生
育思想。１９５７年３月，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做了关于“人口与节育”的学术报告，随后其著作《新人口论》深入
剖析了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７］。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我国经历了历史罕见的大灾荒，人口总数受灾情影响有所降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结束
后，我国开始了新一轮补偿性生育，迎来了新的生育高潮。１９６２—１９７０年间我国人口增加了１．５６９６万人①，
成为我国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对于过高过快增长的人口总量及其对环境、资源带来的较大压力，周恩来
１９６２年２月７日再一次表明了“节制生育”的态度。同年１２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
生育的指示》［８］，表明要在人口稠密的广袤农村和城市人口增长过快的地区宣传推行“节制生育”，使无计划
的生育逐步转变为“有计划的生育”。１９７１年７月国务院转发卫生部等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
贯彻落实关于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的指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计划生育全面开展。从图１可
以看出“节制生育”在实施一年后，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幅高达４．４６‰，效果显著。

虽然有学者认为，从１９６６年开始，人口计生工作因“文化大革命”运动受到冲击难以开展，但实际上，“文
革运动”对计划生育仅造成三年影响。从图１可以看出１９４９—１９７０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逐步下降的
趋势。可见，“文革”１０年，中国人口生育数量控制工作仍然有较大进展［９］。

（三）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计划生育政策形成———通过“晚婚、间隔生、少生”控制人口规模

１９７０年２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强调：“７０年代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１０］。”同年７
月份，国务院下发了５１号文件《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明确传达了毛泽东“对于人口要进行有计划的增
长”的思想与要求。１９７１年７月８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１１］，要
求除人口稀少的地区外，各级都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１２］。１９７３年７月国务院创立“全国计划生育
领导小组”，将计划生育工作室从卫生部独立出去，标志着我党限制人口增长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同年１２
月，我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晚、稀、少”政策②。１９７８年，“实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进《宪
法》［１３］。自此，以“晚、稀、少”为主要特征的人口政策基本形成。１９８０年底逐渐发展为“晚婚”“晚育”“少生”
“优生”人口政策［１４］。

通过长达１０年的“计划生育”，从图２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１９７０年的２５．９５‰下降到１９８０
年的１１．８７‰，实现了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下降，很大程度缓解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实践证明，当时
对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政策是切实可行的（王跃生，２０２０）［１５］，且这一时期的“晚、稀、少”政

图２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波动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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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得出：１９７０年末总人口８２９９２万人，１９６２年末总人口６７２９６万人，８２９９２－６７２９６＝１５６９６万人。
“晚”是指男性２５周岁、女性２３周岁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一胎与二胎要间隔４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



策为之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奠定了基础（朱秋莲，２０１３）［１６］。
（四）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式施行———通过每家只生一胎控制人口增长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初期由于各种协同政策的缺位与不足，以及人们传统生育观念的根深蒂固，造成２０

世纪末将人口总数控制在１２亿以内的目标难以实现，不得不加大“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力度。１９８０年初，
中央下发正式文件，鼓励每个家庭只生养一胎，努力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至１０‰。同年９月，中央出台
《公开信》号召党员、团员等做出榜样，每家只孕育一胎，提倡晚婚晚育［１７］。１９８２年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中，确
定“计划生育”政策为我国基本国策，并在１２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确立了计划生育的法律地位，增强
了该项政策的执行力度。

随着该项政策的大力执行，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很多矛盾。尤其是我国作为农业大国，要确保
农业生产劳动力充足，而“一刀切”的政策则给农业生产及养老带来诸多问题。对此，１９８４年中央召开计划
生育委员会，强调计划生育工作在农村可以依据实际情况酌情放宽。同年转发的《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
报》７号文件从国家政策层面批准农村地区可以生二胎。１９８６年５月时，中央中央转发的１３号文件中提出
独女户可以在若干年后生育二胎，正是对传统家庭“养儿防老”观念的政策关照。至此，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经
过长达１０年左右的实践、讨论、修改，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图３表明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
从１６．６１‰大幅降低至７．５８‰，“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效遏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

图３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 我国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波动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五）２０００年至今：逐步放松对个体生育行为的限制———在计划生育主导下不断提高人口数量和质量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规模过快增长问题中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其过快的降温速度也削弱

了我国人口长期以来的惯性增长，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生育率低下、老龄化加剧、劳动力短缺、性别比失
衡等［１８］。２０００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强调“控制
人口数量、稳定当前生育水平、实现人口由数量到质量的转变”。

在提升人口素质的同时，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也逐步放松了对个体生育行为的限制，从允许“双独”“二孩”
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三孩”，我国人口生育政策逐步在回归自主，并通过积极构建有利于激励人
们生育意愿的政策体系和机制来引导人们的生育行为与政策预期接近或者吻合。

２０１０年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征求意见稿）》提出“当双方夫妻一方
为独生子女家庭时，则该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２０１３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１９］中提出“可以引导单独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再生育一孩”的政策。２０１５年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中初次审议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２０］，该草案的实施对于“全面二
孩”政策的开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２０００年后虽然“二孩政策”的渐进式放开使我国总和生育率有了回升趋势，但人口数量涨幅不大［２１］。
至２０１７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５．５８‰①，依然低于世界水平。从２０１８年起，我国人口增量呈“跳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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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７年末总人口１４００１１万人，自然增长率５．５８‰。



式递减，表明我国人口增长模式已然改变，人口负增长趋势不断凸显（如图４所示）。

图４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波动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当前应该制定长期的人口发展战
略，优化人口生育政策，增强政策的普适性与包容性。２０２１年５月３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关于优化生
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并提出“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此外，围绕“三孩政策”出
台了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７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
定》，７月２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支持三孩政策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医保办发〔２０２１〕

３６号），旨在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并达到政策预期目标。

三、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的人口结构效应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产生的积极效应

１．稳定了我国人口的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稳定发展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和降低出生率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人口出生
率从２２．３３‰的高水平下降到２０１０年底的１１．９０‰，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从１９８７年的１６．６１‰逐年下降到

２０１０年的４．７９‰①。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２０２０年底，我国大陆总人口为１４．１１７８亿，与２０１０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１３．３９７２亿人相比，十年内增加了约７２０６万人，增加了５．３８％，年平均增加了

０．５３％，下降了０．０４个百分点②。成功实现了控制总人口在１４．５亿内的《人口发展“十一五”和２０２０年规
划》目标。

２．人口寿命和人口素质明显提高
计划生育政策是遏制我国人口数量过快增长的一剂良药，对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尤其

表现在人口预期寿命，１９４９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３５岁，到１９７８年较之前提升了３３岁，达到了６８岁，但
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相比仍有着不小的差距③。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性平均寿命为

６９．６３岁，女性平均寿命为７３．３３岁，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已达７１．４岁。２０１９年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７６．１
岁，基本与中发达国家持平［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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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１９８７年全国人口出生率２３．３３‰，人口自然增长率１６．６１‰；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口出生率１１．９０‰，人
口自然增长率４．７９‰。

数据来源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全国大陆总人口１４１１７７８７２４人）及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全国大陆总人口

１３３９７２４８５２人）。

数据来源于《世界卫生统计报告》：１９４９年中国平均人口寿命为３５岁；１９７８年中国平均人口寿命为６８岁；２０１９年中国平
均人口寿命为７６．１岁。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极大提高了我国的人口素质。对比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２０年四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每１０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量从１９９０年的１４２２人、２０００年的３６１１人、

２０１０年的８９３０人增至２０２０年的１５４６７人。２０２０年，１５岁以上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由２０１０年的９．０８提升
至９．９１，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长达１３．８年①，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人才资源总量不断扩大。

（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产生的消极效应

１．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下跌甚至进入负增长
相比第六次人口普查而言，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平均增长率已经由０．５７％下降至

０．５３％，人口增速明显降低，表明我国人口虽然保持增长，但正处于减速通道之中。虽然“全面二孩”政策的
施行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计划生育”期间累积的生育意愿，使得２０１６年与２０１７年的人口出生率有所回升，
但其对于我国生育水平的提升十分有限。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２０２０年，我国新生人口数量为

１２００万，总和生育率为１．３②，处于较低水平，低于总和生育率的警戒线（国际上通认１．５为总和生育率警戒
线）。如果据此趋势继续发展，在总和生育率为１．３的前提下，我国总人口数将在２０２４年左右出现负增长。
陆杰华提出人口负增长会对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同时产生影响，并且会对国家的发展、社保、安全等
产生潜在危险［２４］。

２．我国加速迈入中高度老龄化社会
紧缩性人口政策通过限制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大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高死亡率与低出生率导致我国

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我国在“十四五”期间就从轻度的老龄化社会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且将高速迈入重
度老龄化社会。随着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６０后”群体进入退休年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将显著提升，到

２０３０年我国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２５％左右③。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６０岁及以上人口总量为

２６４０２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８．７０％，与过去十年相比增长了５．４４％；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总量为１９０６４万人，
占全国人口总量的１３．５０％，与过去十年相比提升了４．６３％④。

３．我国劳动力供给不足，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劳动力供给是老龄化社会的重要问题之一。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３０年，我国的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和比重继续

以较快速度下降，人口总抚养比逐步提高。我国低抚养比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将逐步进入尾声。全国第七次
人口普查结果显示，２０２０年，我国１５～５９岁的人口数量为８９４３７６０２０人，占全国人口总量的６３．３５％；与

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１５～５９岁人口比例下降６．７９个百分点，减少了４０００多万⑤。与此同时，
随着我国人口增速的放缓，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降低，劳动适龄人口的不断减少必然导致
劳动力供给不足。

４．我国总人口性别比失衡
紧缩性人口生育政策在限制人们生育子女数量的同时也限制了对子女性别的偏好。由于中国传统“养

儿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生儿子的偏好至今在某些地方仍然盛行。一个家庭只
允许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要求，导致许多家庭通过仪器筛选胎儿性别的方式只保留了儿子，而放弃了女儿，从
而导致我国男女性别比失衡。根据第七届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共有７２３３３９９５６名男性，占全国人口总
量的５１．２４％，共有６８８４３８７６８名女性，占全国人口总量的４８．７６％。总人口性别比（１００名女性计算男女比
例）为１０５．０７（其正常范围应低于或等于１００，若高于１００，则代表处于性别失衡状态），比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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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源于第四、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１０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为１４２２人、３６１１人、８９３０人、１５４６７人；

２０１０年１５岁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９．０８，２０２０年为９．９１，平均受教育时长１３．８年。

数据来源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我国新生人口为１２００万，总和生育率为１．３。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十三五”时期，我国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平稳增长，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增长速度将明
显加快，到２０３０年占比将达到２５％左右。

数据来源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６０岁及以上人口总量为２６４０２万人，占全国总人口１８．７０％，与过去十年相比增长

５．４４％；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总量为１９０６４万人，占全国人口总量１３．５０％，与过去十年相比提升４．６３％。

数据来源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１５～５９岁人口数量８９４３７６０２０人，占全国人口总量６３．３５％，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相比，下降６．７９％，减少４５２４０３８０人。



国人口普查下降０．１３个百分点①，表明我国出生性别正在趋于正常，但仍处于失衡状态。

四、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各阶段人口生育政策是特定约束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一）紧缩性人口生育政策是我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人口发展速度远超过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必然选择
紧缩性人口生育政策是党根据我国特定时期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对人口总量或人口规模进行调

整，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所采取的人口政策的关键举措。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充足的人口是战后
恢复经济秩序的重要条件，鼓励生育更多的人口参与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然而，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人口发展速度远超过社会和经济发展速度，若不加以控制，易导致高失业率和高犯罪率，对于国家稳定及
经济发展会产生极大威胁。因此，计划生育政策伴随着计划经济逐渐成为主导我国家庭生育行为的重要国
策［２２］。实施紧缩性人口政策后积极效应明显：首先，表现为国家资金的快速积累，由于新生人口数量的减
少，国家投入新增人口的资金比例相应减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其次，表现为资源配置的进一
步优化，紧缩性人口生育政策快速降低了人口的发展速度，有利于缓解紧张的人地矛盾，保障人均耕地和充
足的粮食供给；再次，紧缩性人口生育政策能够将积累的资金或资源用于教育、医疗行业之中，对提升人口质
量意义重大；最后，紧缩性人口生育政策减少了家庭开支和抚养费用，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生活，满足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紧缩性人口生育政策是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发，具有时代特征与历史功绩。

（二）宽松化人口生育政策是我国人口生育观念转变、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必然选择
在新中国成立前期，尽管没有明确的关于人口生育方面的规定和文件，但通过鼓励移民、扩大生产等政

策可以看到，积极的人口政策中包含了鼓励生育以扩大人口规模的内容。进入２１世纪，人们生儿育女的约
束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我国社会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不断型塑着人们的
生育观念，传统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思维已经被“优生优育”等观念逐渐取代。随之出现我国人口结
构的快速老龄化现象以及男女性别比失衡的成为我国人口政策调整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场景下，我
国人口生育政策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全面“三孩”，逐步进入人口生育行为的松绑
状态。与此同时，通过生育、教育、住房、养老等一系列协同政策机制的构建来调整人口结构与人口规模，使
其更好地与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契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实施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
因为我国已经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严重，新生代人数减少，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现实，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因此，紧缩性人口生育政策向宽松性人口生育政策转变成为必然。

目前我国正面对着从人口数量大国到人口质量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机遇时期，在遵循国情民情的基础
上，实施宽松化的人口政策并与之相应的配套政策，不仅能充分将人力资源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把握好人口发展的契机，积极应对持续的低生育率风险，为建设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提
供良好的人口环境。

五、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的启示

进入２１世纪，我党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情况，尤其是人口结构变化的新特征，逐
步放松了对人们生育行为的政策限制，“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全面三孩”政策的相继出台表明我党历来重
视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与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制定长期人口发展战略，增强政策普适性与包容性，同时要实施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我国人口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的重要体现。面对新
时期的特殊国情，尤其是新冠疫情带来的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党的人口政策将面临新的约束条件。
在新的约束条件下，我党的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仍要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条件的实际情况进行不断优化。

（一）积极推进生育政策服务保障体系，解决生育顾虑，提高生育意愿

１．强化生育服务政策支持，解决生育顾虑
围绕女性在受孕、怀孕、分娩和产后恢复等生育环节，提供高质量的优生优育服务政策，提高女性生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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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男性７２３３３９９５６人，占全国人口５１．２４％，女性６８８４３８７６８人，占比４８．７６％；总人口
性别比（１００名女性计算男女比例）为１０５．０７。



程中的满意度。首先，应完善女性孕期相关配套措施，包括孕期的检查、孕期的保健以及孕后的照料工作；其
次，提升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对于生育困难的特殊家庭提供必要的新科技、新技术帮助，解决好
部分特殊家庭的生育难题，满足特殊群体的不孕不育诊疗服务需求，尤其要关注高龄妇女的生育过程，为其
排忧解难；最后，建立健全生育保障体系，推进公共医疗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医疗卫生的相关内容及指标
体系，合理划分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中的分摊比例，提升生育行为过程中相关费用
的报销比例及生育补助额度。

２．保障多孩家庭住房需求，生育政策与购房政策协同改革
高昂的房价及住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年轻群体的生育意愿。因此，从住房需求角度出发寻求相

应解决措施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加大公租房、廉租房等城市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对于住房困难的二胎、
三胎家庭赋予优先居住权，解决多孩家庭住房难题，将经济发展成果主动向住房困难的多孩家庭进行倾斜，
提高其生育意愿。其次，将生育政策与购房政策相配套，比如三胎家庭在购房时可享有优惠政策，可给予一
定的购房补贴或优惠折扣；或借鉴日本、韩国等低生育率国家提出的“住房奖励”政策，对三胎家庭进行住房
奖励；也可适当放宽三胎家庭在限购城市中的购房资格，同时配套实施支持性房地产信贷政策，减轻其购房
压力，提高生育意愿。

３．推动教育制度改革，降低子女教育成本
高度内卷化是教育行业的普遍态势，其带来的子女高昂教育成本成为当代年轻人不生或不愿多生的重

要原因。因此，与生育政策息息相关的教育制度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一是要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推进优质
教育资源向西部及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倾斜和流动，以此降低教育行业内卷化，减少家长因争夺优质教育资源
所进行的各项支出。二是要强化政府在义务教育方面的投资，增加义务教育阶段的各项补贴性公共支出，减
轻家庭在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抚养负担，提高生育意愿。三是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倡导以鼓励、支持的素质
教育取代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重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健康，发掘孩童自身兴趣，树立各种途径均可成
才、行行出状元的人才观念，缓解父母子女教育中的焦虑感。

４．充分发挥社区“普惠托育服务”功能，缓解子女照护压力
社区作为基层组织，其基础性服务功能是生育政策推动实施的“软实力”。针对居民住宅区，以社区作为

提供“托育服务”的供给者，吸引社会或民间资本进行相应“托育服务”投资建设，充分发挥社区的“托育服务”
功能，形成“托育服务”站点，采取小时制、半日制或全日制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提供相应“托育服务”，充分满足
婴幼儿家庭及多孩家庭的多元化需求，降低多孩家庭或婴幼儿家庭的子女照护压力，并积极探索新的基层组
织互助托育新模式，推动我国生育新政策更好实施。

（二）推动多元养老模式，加强适老化服务工作与基础设施建设，助力老年群体人力资源再开发

１．建立居家、社区、机构养老等多元养老保障体系
由于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人们对于养老的需求和质量也在不断攀升，因此必

须积极探索“居家＋社区”、“社区＋机构”等多元统一的新型养老模式［２４］。通过社区作为居家养老的延伸平
台，以社区这一基层社会组织作为纽带，将社区服务与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服务、生活服务等内容相结合，构
建起满足老年人多元服务需求的养老服务体系，推进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同时积极鼓励开
展“机构养老＋社区养老”新型互助养老服务，在机构养老政策完善的基础上建立资金保障机制，从财政上对
民办养老机构试行奖励政策，对实施良好的机构进行表扬。鼓励机构的成长成熟，完善其内部养老服务设
施，提供多元服务供给，优化社区养老服务功能［２５］。

２．加强适老化服务工作，消除数字隔阂
信息时代的快速到来使得数字化、智能化生活深入当前居民生活。新冠疫情的到来更是加速了数字化

的进程，但因为不懂智能机使用或没有智能机，使得老年人面临着外出通行不能扫描健康二维码、进入医院
问诊时不会预约挂号、不懂手机支付等智能隔阂，使得智能化与数字化服务成为老年人难以跨越的一座“大
山”。因此补齐老年人参与数字时代的“短板”是十分必要的［２６］。建议把握当下适老化需求，大力发展助老、
适老产品和服务。一是推动智能机产业的适老化改造，同时开发养老照护工具、辅助工具、健康检测工具等
智能家居用品，深化老年辅助技术研发应用［２７］。二是进行与老年生活相关的互联网、新闻媒体方面的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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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造，尤其是加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网络建设、养老机构建设，与老年人共享科技成果。

３．完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在完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中要坚持全覆盖原则，根据现有养老服务机构的分布特点合理规划

布局，加强对社区中已有养老服务设施的定期维护和检修。对老城区中破旧养老服务设施进行必要更换或
拆除，加大对于养老基础性设施建设方面的公共支出，完善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支持社会资本对于养老服务
设施建设的投入，采取政府补贴、贷款免息或降息、购买服务等形式，鼓励社会资本对于失智老年人、高龄老
年人、残疾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进行养老机构和护理设施方面的投资建设。同时完善养老服务行业准入、退出
机制，把握养老服务设施、设备进入市场中的质量、品质，定期开展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检查、核实，提高养老服
务的质量，提高老年人安享晚年的舒适度。

４．进行老年群体人力资源再开发
对于劳动人口数量缩减，总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这一现实情况，实现老年人力资源再开发是缓解劳动力

供给压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建立健全老年人就业保障体系，通过立法保障老年人就业
的合法权利。二是加强老年人教育力度，对老年在职人员进一步进行培训，使他们掌握新型技术，并且向全
方面人才转型，弥补相近岗位的空缺，释放人口数量不足带来的压力。三是延迟退休年龄，随着医疗科技水
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平均寿命也在不断提高，可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延长老年人提供社会服务的
时长，缓解国家因老龄化加剧带来的养老压力。

（三）积极推动降低女性职场歧视的政策构建

１．女性、男性产假相同，实现厂商雇佣风险的平等化
女性作为生育政策中产假政策的直接接受者，是产假政策的主体，产假政策使得女性在进行生育行为后

拥有充足的休息、修养、恢复时间，不仅有利于女性身体、心理的快速恢复，也保障了广大女性的生育权。但
产假政策同时也会带来一定负效应，使得女性在职业晋升中困难重重，甚至出现就业歧视、就业排斥等问题，
这种困难与排斥在“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尤为明显，倘若没有相应政策调整，这一歧视与排斥将在“三孩”政
策落地后更为严重，对于女性的工作事业发展极为不利。基于此，建议将男性产假与女性产假同步实行，让
广大男性参与到生育过程当中，实现厂商雇佣风险平等化，进而减少女性由于产假等生育行为在职业中遭受
的歧视。

２．探索性别平等的生育保险制度，降低女性职场歧视
生育保险是针对怀孕分娩的女性劳动者，在其暂时中断劳动时提供产假、医疗服务、生育津贴的一种保

险制度。保障项目主要包括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其中生育津贴是按照生育保险月平均缴费工资进行计
算，生育医疗费主要为检查费、一次性分娩营养补助费、计划生育手术费、住院费、药费等。虽然现行生育保
险制度覆盖范围较广，但其仍存在保障度不足、忽视男性参保等问题，由于目前大部分地区的男性陪产假期
仅为７天，对于男职工参保的吸引力较小；且所提供的补贴金额较低，并不能完全补偿女性劳动者因生育行
为所带来的福利损失。因此，建议在以下两个方面探索性别平等的生育保险制度：一是延长男性带薪陪产假
期。建议由７天延长到至少１个月，且应由生育保险支付男性职工陪产期间的生育津贴，从而吸引更对男性
职工积极参与生育保险制度，降低女性在生育行为中的孤独感与焦虑感。二是强化生育保险的保障力度，扩
大覆盖时长。建议由一次性补贴改为覆盖整个产假的生育津贴及相关医疗补贴，加强对怀孕分娩女性职工
的各项补贴，补偿其因生育带来的工资损失，为女性创造平等的社会支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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